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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十三经汇拳了《周易》、（尚书》、〈诗经>、< 周礼 >、< 仪礼〉、〈礼 

记>、〈左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〉、《春秋穀梁传>、〈论语>、〈孝经〉、(尔 

雅》、(孟子〉十三部儒家基本典籍。这些典籍本身荟萃了中国传 

统文化的精髓，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文学、哲学、政治、历史、伦理、 

语言和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，极具文献价值。而自西汉以降，它 

们又逐渐被确立为封建国家的经典，备受尊崇。尤其在宋代被 

定为科举用书后，它们更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的必读教科书，而进 

人寻常百姓家，其影响由是日益深远，地位也愈加神圣。据统 

计 ，十三经总字数不过六十五万，而关于它们的传、记、注、疏、音 

则达到三亿字左右，为原文的四五百倍之多。可见，十三经的确 

深人人心，已完全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去，构成了中 

国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体。因此，要了解和研究中国 

的封建社会，要认识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，不能不阅读十三经。 

然而，十三经或者艰深晦涩、佶屈聱牙，或者意蕴深奥、言简意 

赅，读懂弄通十分不易。为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读通和理解原 

著，我社积十年之功，遨请名家分别对各经进行注释和今译，今 

终告成，汇为〈十三经译注》，愿此项凝聚众多专家和编辑心血的 

艰辛工作，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流播起到积极的作 

用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二〇〇四年四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刖

根据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修订而成的〈春秋 >,向来是中国 

儒家学派极其重要的一部典籍。它按年、月、日排列，对当时发 

生的一系列与鲁国有关的史实作简略的i5 载，从而勾画了自鲁 

隐公元年（前 722)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前 481)这二百四十二年之 

间的风云变幻、世事沧桑。不过，由于它的文字简略，加上在流 

传过程中的脱漏错简，使得后人对其中的不少内容难以获得准 

确的理解，因而对有些史实以及文辞的含义出现了许多分歧。 

所以到了西汉时期，曾先后至少出现过五种依据{春秋 > 作解释 

的<传》，这就是《左传》、<公羊》、《穀梁>，以及〈邹氏传>、<夹氏 

传》。但是，据东汉学者班固在〈汉 书 •艺文志〉中所说邹氏无 

师，夹氏有录无书”。“无师”，就是在当时已经没有传授这一学 

说的经师;“有录无书”，就是只著录书名，但没有书本流传。〈春 

秋> 在西汉武帝时被列为“五经”之一，这样〈公羊传〉、〈穀梁传>、 

<左氏传 >，也就成了解说 < 春秋》的三部重要的儒家著作，习惯上 

将这三部著作合称为“春秋三传”。

“三传”之中,《公羊>和<穀梁》是采用围绕经文，以问答式的 

文体来作解释，其内容侧重于解说经文的意义，对史实的叙述则 

比较简略。内容涉及的年代，与〈春秋〉完全一样。《左传>则不 

同，它详于记事，间或有少量的议论，这不仅大大丰富了〈春秋> 

经文中提到的人物、事件的详细内容，而且补充了不少经文中所 

没有的内容。《左传》引用的经文，比 < 春秋 >多出两年，即截止于



鲁哀公十六年、孔子去世时，记事则更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。

一 、《榖梁》的 作 者 、创 作 与传授

《穀梁传 >,又称《春秋穀梁传 >,也称《穀梁春秋 >。它真正的 

作者，今天已无从考察，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前，即这部著作十分 

流行的西汉时期，这个问题就已经成为一个悬案。

《汉书•艺文志》在著录〈穀梁》时这样记载:“〈穀梁传>，十 

一卷,穀梁子，鲁人。”东汉时的好几位学者，在他们的著作中都 

提到了《穀梁》的作者，认为“穀梁子”就是“穀梁赤”,曾经是孔子 

学生子夏的学生。桓谭的《新论>、蔡邕的〈正交论>、应劭的（风 

俗通 >，都是这么说的。但王充的〈论衡•案书 >中却说是“穀梁 

寘”，阮孝绪的 < 七录》则说是“穀梁俶”。到了唐代，经学家们根 

据历代的各家之说，依据一些并不太可靠的零星资料，又有了新 

的说法。如颜师古注《汉书 >时，在班固的原注“穀梁子”下说: 

“名喜。”后来钱大昭撰〈汉书辨疑》时，认为“喜”当作“嘉”。而陆 

德明在〈经典释文•序录〉中则引用糜信的话说穀梁赤”是战 

国秦孝公时期的人。杨士勋在作〈穀梁义疏》时，采用了阮孝绪 

的说法，但“俶”字变成了“淑”字，又说其“字元始，鲁人。一名 

赤”。单是一个“穀梁子”,就先后出现了“赤”、“寘”、“喜”、“嘉”、 

“俶”、“淑”这六种不同的名字，真是把后人弄得无所适从了。

不仅如此。由于作者的名字、身份不清楚，又引起了关于这 

部著作的创作年代的疑问。据杨士勋的〈穀梁义疏 > 中说，“穀梁 

淑”从子夏习（春秋 >,然后据经作传。但是这一说法大有问题。 

子夏是春秋后期人，如果穀梁淑曾受学于子夏，那么就应当与子 

夏是同时代或稍晚的人，而他据经所作的传，也应当是由他亲 

撰，但现在文中有不少征引的语录，既有出于号称“穀梁子”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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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也有出于明显晚于子夏生活时期的人。如《穀梁〉中好几处 

引用了“沈子”的话，又引用了“尸子”即尸佼的话。“沈子”是战 

国时人(他的话在 < 公羊 > 中也有引用），尸佼是商鞅之师。他们 

的生活年代，虽难以断定确切的年份，但大大晚于子夏当是没有 

问题的。桓谭 < 新论》中说:“〈左氏传〉遭战国寝藏，后百余年，鲁 

人穀梁赤作 < 春秋》，残略多有遗文。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 

传，弥失本事。”他认为“〈春秋 > 三传”中，（左传>最早出现，《穀 

梁》与〈公羊>差不多同时出现。不过这一说法的可靠性还是个 

疑问。陆德明在对“三传”次序作出解释时说，“左丘明受之于仲 

尼，公羊高受之于子夏,穀梁赤乃后世传闻”。将〈穀梁 >定在“三 

传”的最后，当然也考虑到创作年代的先后，但是他的依据却已 

无从考证。今天的不少学者，在对比了〈公 ><穀> 两传内容的基 

础上，认为〈穀梁〉创作定型是在汉景帝时期，甚至还要晚些。此 

说虽然有些保守，但在没能取得更为有力的证据前，也不失为一 

种稳妥的说法。

关于 < 穀梁》在汉代以前的传授历史，也一如其创作年代一 

样不可确定。杨士勋说，穀梁淑受经于子夏，作〈穀梁传〉，传于 

荀子，荀子又传于鲁人申培。但如果按照陆德明引用糜信的说 

法,穀梁赤与秦孝公同时，那么，秦孝公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 

前 361年到公元前337年之间，但荀子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 

前 313年到公元前238年之间，鲁人申培到西汉的武帝初年是 

“年八十余”,这样，从子夏到穀梁子，再从荀子到鲁人申培，无论 

如何是连接不上的。中间是否存在其他的传授者，因无明文记 

载，不得而知，但仅据这些记录，足可以看出，从(穀梁》成书，到 

西汉初年之前的这一段传授历史，均不可信。

〈史记•儒林列传〉记载<穀梁〉传授时说:“瑕丘江生为〈穀 

梁春秋》。自公孙弘得用，尝集比其义，卒用董仲舒。”这是关于



汉代<穀梁〉传授的最初记录。《汉书.儒林传>的记载比较详 

细，说瑕丘江公（即江生)受〈穀梁》于鲁人申培，同时又学〈诗>， 

武帝时以< 鲁诗》征为博士，太子本来学(公羊 >，私下又学(穀梁> 

而善之。当时《公羊〉得势，《穀梁>学者很少，只有鲁人荣广、皓 

星公从江公学 < 穀梁》。荣广的学生有蔡千秋、周庆、丁姓，蔡千 

秋同时又从皓星公学。宣帝时，诏选十人从蔡千秋学，千秋死 

后，征江公之孙为博士，诏刘向从其学，并协助江公之孙教授十 

位学生。江公之孙死后，再征周庆、丁姓，共同教授十人的学业。 

在宣帝甘露三年（前 51)的“石渠阁会议”上，〈穀梁〉被立为官 

学，周庆、丁姓分别为《穀梁 >学的博士，于是〈穀梁〉开始盛行。 

丁姓的学生有申章昌。蔡千秋的〈穀梁 > 学，到了他的学生尹更 

始开始发生变化。尹更始曾经参加了与〈公羊〉学者的辩论，同 

时又学〈左传 >,后来他变通“二传”内容，取其合理者写成“章 

句”，传其子尹咸，以及翟方进、房凤。江公之孙的学生中，有胡 

常传其学,授萧秉。至此，< 穀梁 >一家又分出了尹、胡、申章、房 

氏这四种大同小异的学说。其他曾经学习过（穀梁 >的还有侯 

霸、梅福、以及庸谭（又学《古文尚书 >)、严彭祖（以《公羊 > 为博 

士）、夏侯胜(以〈今文尚书〉为博士）、韦贤（以《鲁诗> 为博士 )等。 

这样，在整个西汉时期，< 穀梁 > 学实际上是从中期以后才开始盛 

行起来的，直到西汉末年，流传逐渐广泛。

根据这样的一段传授历史，不难看出，（穀梁>虽然也是以 

(春秋 > 为基本依据的，但它的影响在宣帝之前远远不如〈公羊>， 

要不是宣帝即位之后对〈穀梁 > 的特别关注，也许它还会处于一 

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。西汉时期经学的发展，极受政治局势 

的左右，〈穀梁> 的传授流布，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这一 

点，将在第三部分谈到。



二、<榖梁>与〈公羊>的异同

由于相传〈穀梁 >与<公羊〉都是以孔子的弟子子夏为祖师 

的，而且它们的行文体例也的确非常接近，再加上两书都在西汉 

时期被立为学官，因此，大都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 

系，将它们看成是一个体系中的不同学派的著作。

如顾颉刚先生说：“4穀 ’与‘公’为双声，‘梁 ’与‘羊’为叠 

韵。”这是从书名的音韵上揭示两者的关系。另外，〈穀梁》与〈公 

羊>在内容方面的雷同也为数不少。如“隐公五年”经文:“初献 

六羽。”《公羊>说:“初献六羽。……讥始僭诸公也。……天子八 

佾,诸公六，诸侯四。”由此说明鲁隐公作为诸侯，他以“六羽”用 

于祭祀仪式，是越礼之举了。〈穀梁〉也说:“舞夏，天子八佾，诸 

公六佾，诸侯四佾。初献六羽，始僭乐矣。”两者的解说如此相 

似，不能不认为它们之间具有前后承袭的关系了。西汉时把用 

当时流行的字体来书写的儒家典籍称为‘‘今文经”，把用汉以前 

的字体(如战国时期的大篆、秦代流传的小篆之类)写成的儒家 

典籍称为“古文经”，当时〈公羊K 穀梁 >两传的读本都用西汉时 

流行的文字书写，所以在后来发生的经今古文之争中就都将它 

们作为今文经的著作了。然而，这些并不能证明两传真的就是 

同门所出，一脉相承的。进一步对照两者的内容，就可看出，（公 

羊〉与(穀梁>之间的异同，不只是同一师门不同学派的那种大同 

小异或互有详略，而是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。

其一，貌似相同，实则有别。

例如，〈春秋 >“隐公七年”经文:“滕侯卒。”(公羊 >说:“何以 

不名？微国也。”根据〈春秋>记载国君去世的通例，凡是属于正 

常祚亡的国君，都要记载其名，但这里没有记载滕国国君的名，



《公羊》认为由于滕国是弱小之国，所以就不记载他的名。《穀 

梁〉则说:“滕侯无名，少曰世子，长曰君，狄道也。”此说同样毫无 

根据，但比《公羊》又多出“狄道”的解释，将“无名”的原因与“滕 

侯”个人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了。

再如，“文公十二年”经文:“子叔姬卒。”（公羊>说:“此未适 

人，何以卒？许嫁矣。”“叔姬”虽然是鲁国国君的亲属，但没有成 

为其他国君的夫人，所以照例是不能记载其去世的，这里予以记 

载，必有道理，于是《公羊》造出“许嫁”，也就是已经定婚的事实， 

作为解释。《穀梁》说：“其曰‘子叔姬’，贵也。公之母姊妹也。 

其一传曰：许嫁以卒之也。”最后一句，简直就是〈公羊〉的翻版， 

但仅仅作为传言，以备一说，而 < 穀梁》的本意是为了说明“子叔 

姬”地位的高贵，称她为文公之妹。这一说法是否确实，本身就 

有疑问，但《穀梁》却将此作为“子叔姬”身份高贵的依据,加以强 

调，这是《穀梁》一贯宣扬的尊贵卑贱之义的发挥。

这样看来，《穀梁》的有些观点，明显地是沿袭了《公羊 >学 

说，而《穀梁 > 的解说中更表现出一种实用的政治色彩。

其二，释义不同，褒贬有别。

例如，“隐公五年”经文：“九月，考仲子之宫。”〈公羊>说: 

“‘考宫’者何？ ‘考’，犹人室也，始祭仲子也。桓未君，则曷为祭 

仲子？隐为桓立，故为桓祭其母也。然则何言尔？成公意也。” 

“考”是将仲子的神主送人祖庙，以供祭祀。“仲子”是当时尚未 

立为国君的桓公的生母。隐公的这一行动，是为了实现其将要 

让位于桓公的心愿。虽然这一说法的根据尚有待考证,但还符 

合情理。〈穀梁》则说:“考者，成之也，成之为夫人也。礼，庶子 

为君，为其母筑宫，使公子主其祭也。于子祭，于孙止。‘仲子’ 

者，惠公之母。隐孙而修之，非隐也。”对“考”字的解释与〈公羊> 

不同，对“仲子”的解释也不同，对隐公这一行动的意义的解释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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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不同。议论中充满了对隐公的责难之意，说他越礼祭祀“仲 

子”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。

再如，“僖公二十二年”经文中记载了宋襄公与楚成王的“泓 

之战”，此战由于宋襄公不合时宜地一再贻误战机，终遭惨败，然 

而,< 公羊 >却对此大加赞扬，说宋襄公的行为“虽文王（即周文 

王)之战，亦不过此也”，这简直就是“圣战”了，评价可谓崇高。 

但《穀梁》非但对宋襄公此举大不以为然，还提出一套作战原则， 

说“倍则攻,敌则战，少则守”，以此来抨击宋襄公的愚蠢。平心 

而言，《穀梁》的这一解说比《公羊》要来得实际，但如果将两书作 

为同一系统中的不同学派来看的话，这其中的褒贬差别就显得 

太大了。说两者同出一源，实不可信。

还有一例，“宣公十五年”经文记载：“冬，蝝生。”蝝，是一种 

侵食谷物的害虫。这条经文书于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措施后，因 

此《公》、< 穀》对此都有评论。《公羊》说:“未有言‘蝝生’者，此其 

言‘蝝生’何？蝝生不书，此何以书？幸之也。幸之者何？犹曰 

受之云尔。受之云尔者何？上变古易常，应是而有天灾，其诸则 

宜于此焉变矣。”认为这是与鲁国变易古制，实行初税亩有关。 

根据《公羊 > 的看法，如果变易古制，就会遭到上天的谴责，降下 

灾难以为惩罚。现在上天已有这样的表示,所幸还未形成灾难。 

传文中“幸之”一意，与 < 左传 >同。这一解释，是《公幸 > 灾变思想 

的体现，但它在此并没有将这一思想发挥到极点。〈穀梁> 的解 

说是:“蝝非灾也，其曰‘蜂’，非税亩之灾也，话比〈公羊〉要少得 

多，但意思却很明白，认为经文记载“蝝生”的事实，不是因为实 

行“税亩”的关系，“蝝”也并不是什么灾害。（公羊〉对“初税亩” 

持有贬意，虽然批评比较谨慎，但认为“税亩”与“蝝生”之间有着 

密切的关系;< 穀梁 > 则完全否定“嫁生”与“税亩”的关系，这是对 

〈公羊》、《左传》的反驳。



如此说来，对于同一条经文,常常是《公羊 > 有一套说法，《穀 

梁》又有一套说法，有时《公羊 > 予以赞扬的，〈穀梁> 却不以为然， 

甚至反其道而言之，大加贬斥。这就不难表明，〈公羊〉与〈穀梁> 

非但不可能同出于子夏之门，而且《穀梁 > 的成书还极可能更晚 

于《公羊》，属于西汉时期儒家的另一派别。〈公羊〉出于子夏之 

门的说法，已经是大可怀疑了，如果再把〈穀梁〉也归入子夏门 

下，岂不更有自相矛盾之嫌了吗？

三 、《榖 梁 》与封建政治

《穀梁》在西汉初期，还只是民间传授的一家之学，不仅治其 

学说的人不多，就是社会影响，也远远不及其他儒家著作，尤其 

是不如与它同解一经的< 春秋公羊传〉。到了西汉中期，才开始 

兴盛起来。但是，它的兴盛，却是与封建帝王的统治需要密切相

关的。

汉武帝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，顺应当时学术发展的形势，采 

取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策，将《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>、(易>、 

<春秋 > 列为“五经”，并为此配备了专门从事教授经书、顾问国政 

的博士官。这一措施的结果，刺激了当时儒家学说的迅速发展， 

于是，围绕i这五部经书的解说，也出现了许多在方法、观点上 

大同小异，乃至截然不同的学派。当时的〈春秋经〉，本来只有 

<公羊 > 学一家的学者被列为博士，凡是提到 < 春秋 >，其实一般就 

专指公羊家而言，但是到了汉宣帝时期，由于宣帝“好(穀梁>”， 

提拔了不少治 < 穀梁〉学的经师为官，“由是〈穀梁 > 之传大行于 

世 。

汉宣帝何以在群经之中青睐〈穀梁> ? 据<汉书.儒林传〉记 

载，汉宣帝提倡 < 穀梁〉学说，态度是十分慎重的，因而采取的方



法也与汉武帝时提倡经学有所不同。宣帝从即位之初，就已经 

开始注意到《穀梁》学说中某些对封建统治有利的思想了，因此， 

他一面向其他的经学之士询问〈穀梁 > 大义,一面诏选学子，让他 

们师从《穀梁》学者受学。他还借补充〈春秋 > 学博士的机会，让 

传《穀梁 > 的学者担任 < 春秋》博士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时“五经” 

中除了《诗》有三家不同学说的博士之外，其余各经尚未正式分 

家，武帝时立《春秋 > 博士，其实是将这一殊荣单独给予了〈公羊> 

学者，而(穀梁 >学者则根本无力问鼎博士之位。现在宣帝让(穀 

梁》学者担当这一职务，并教导学生，实际上就意味着〈穀梁 >学 

已经开始为官方所接受。当然,这时的《穀梁 >学者毕竟还不是 

独立的一家之说的博士，只能与< 公羊》分享“ < 春秋〉博士”的名 

份。不过，比起在武帝时< 穀梁〉学的民间传授的地位，已经高出 

不知多少了。既有了自己的博士,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太学招 

收学生，于是,（榖梁〉经过了十余年的积蓄、准备，终于在宣帝甘 

露元年(前53)时，有了与(公羊>学者“大议殿中”的机会。此次 

会议，由宣帝命当朝太子太傅萧望之召集(公〉(穀> 学者,“平〈公 

羊><穀梁〉同异，各以经处是非”。此次会议，（公羊〉学者有严彭 

祖、申輓、伊推、宋显，《穀梁》学者有尹更始、刘向、周庆、丁姓参 

加。在辩论中，萧望之多附和《穀梁》学者，最终是〈穀梁〉战胜了 

〈公羊〉。这样，也就奠定了〈穀梁 > 作为〈春秋 >的另一派别而独 

立存在的基础。

〈穀梁〉的学者，固然在宣帝时得到特别的重视，但他们在政 

治上却并未因此而获得高位，这是与<公羊> 学者不同的地方。 

不过，宣帝在他的政治生涯中，却明显地对〈穀梁 > 所宣扬的宗亲 

礼制表现出特别兴趣，并将其贯穿于统治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政 

策法令之中。

〈公羊 >与{穀梁 >都讲宗法，但出发点不同，观点也迥然有



别。《春秋》“隐公元年”经文:“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。”《公羊〉在逐字 

逐词地解释了元年、春、王、正月、王正月之后，将其意义归结到 

“大一统”的高度，然后才转人对经文“不言即位”一事的阐述，其 

结论是“桓幼而贵，隐长而卑”。这一解释，承认了隐公虽为国 

君，名份却不正，从而为后来桓公弑君继立提供了借口。（毅梁》 

却用“虽无事，必举正月，谨始也”十个字解释了经文以后，就转 

入对“不言即位”的说明。认为：隐公虽然是因为不思违背父命 

而即位的，但这一做法却有“扬父之恶”之嫌，特别是他欲让位于 

桓公的想法，更是“成父之恶”,是置“千乘之国”的前途于不顾的 

“小道”。《公羊》宣扬的是“大一统”的道理，（穀梁〉则在肯定隐 

公的同时，也批评他忽视了宗法情谊。

宣帝是武帝的曾孙，但少年时期却是在民间度过的，学习过 

〈诗经》、〈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儒家典籍，史称其“不甚好僑”，只是因 

为他不大喜欢“缘经饰事”的儒术，而对儒家真正崇.尚的礼乐制 

度，却是深得于心的，所以史书中又说他“慈仁爱人”。就在他即 

位之后对《穀梁》表现出很大兴趣的同时,朝廷颁布的一系列政 

策法令也充分体现了宗法礼制的思想。如宣帝地节四年五月的 

诏书中说:“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患祸，犹蒙死而 

存之，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！自今子首匿父母, 

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”为了表示亲孝仁爱，连有意藏匿 

罪犯都可以不予追究，这真是“孝子”“不扬父之恶”的具体运用 

了。

武帝统治的后期，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诸王势力的威 

胁，因此不得不对此进行大规模的清理。治淮南王狱时，广事株 

连，被杀者多达数万人。在巫蛊事件中，又与太子兵戈相向，骨 

肉恩情半点全无。这样做的结果是，朝廷统治固然得到了加强， 

但是宗室与皇帝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，社会矛盾也并未因此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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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，反而有日益加深的趋势。宣帝长期生活在民间，对这些现象 

不会陌生，因此他即位以后,利用武帝崇尚《春秋 > 的基础，转而 

偏爱讲究礼制伦常的《穀梁 >，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一种选择。

宣帝提倡《穀梁 >，又是在培养其社会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。 

他深知 < 公羊》学说的力量之强大，所以并不立即与其作正面的 

交锋，而是采取先用后立的方式，在实践中让(穀梁 > 学说得到发 

展，建立较为深人的政治和社会基础，使其立为“官学”，有一种 

“水到渠成”的效果。这样，也就避免了投机者趋之若鹜，取悦当 

朝的弊病。这一点，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他即位不久的询问〈穀 

梁》大义，到征召《穀梁 > 学者为〈春秋》博士，再组织经学之士议 

论《公》《穀》同异，最后才正式立《穀梁 > 为博士的过程，就完全清 

楚了。

《穀梁》与《公羊》一样，在记载史料方面，不如〈左传〉详尽， 

在行文语言方面，更难以与《左传 >相提并论。那么，它的学术价 

值究竟如何呢？概括地说，就在于它对〈春秋〉经文意义的发挥。 

清人皮锡瑞在《经学通论》中说:“《春秋 > 有大义,有微言。大义 

在诛乱臣贼子，微言在为后王立法。惟（公羊 >兼传大义、微言。 

《穀梁》不传微言，但传大义。《左氏》并不传义，特以记事详贍有 

可以证 < 春秋》之义者。故‘三传’并行不废。”但是，传义有传义 

的难处。既然《穀梁 >的来源比较混乱，那么它所发挥的“大义” 

也就未必有一个统一的支配思想。于是就出现了时而沿袭《公 

羊 >,时而吸取《左传 >,时而又通过臆浙来自抒其见的情况。但 

这样一来，正好弥补了《公羊 >、《左传〉的一家之言，可以比较多 

地使后人了解到当时人的思想、观念。所以，后世学者提到<穀 

梁 >，也还是给予较高的评价。如清人钟文忝在〈穀梁补注序> 

中，综合前人的议论，归纳出这样几点:一是善于解经，二是集中 

了“三传”中的大部分道理，三是某些“大义”深得〈春秋 >的精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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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它的语言特点，对后世学者也有影响。如柳宗元曾在其〈答韦 

中立论师道书〉中说，自己的文章有“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”之 

处。这样看来，<穀梁》倒也还有它独特的地方。如果要从思想 

史的角度来看，那么，研究汉代前期的统治思想，〈穀梁> 无论如 

何是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。

承 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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